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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省域视角及 2003—2016 年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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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 2003—2016年中国 31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对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

对其演进趋势予以分析。结果表明：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均呈现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但省域

间有较大差异，呈现出东部沿海>东北>中部>西北>西南的空间格局。而根据动态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者

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外商投资、居民消费等因

素对省域“两化”协调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正的空间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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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es of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rovincial perspective and the data from 200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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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in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ynergies of 

provin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nalyzes its evolution tendency. It is found that the 

synergies of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grow steadily despite striking provincial differences resenting 

a spatial pattern:with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on top of the list, followed by the Northeast ,the Central provinces in 

the middle, the Northwest provinces in the fourth place and the Southwest the last. An empirical study on synergy impact 

factors based on the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show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er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anwhile,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can be found in the synergies of provin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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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农业发展不

充分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难

                                                
收稿日期：2019－05－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4052） 

作者简介：徐小琪（1980—），女，湖南长沙人，博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和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点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显然，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和

互联网时代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无疑

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围绕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问题，学界

近年也开展了不少研究。杜传忠、宁朝山、刘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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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法和 31个省市区 2003—2012年数据对中

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

证研究发现：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总体不

断提升，但二者协同度存在区域不平衡性[1]。徐维

祥、舒季君、唐根年基于中国 287个地级以上城市

数据，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

化”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表明，中国“四化”协

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且地区差异较大[2]。董梅生、

杨德才基于 1978—2011 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综合

评价[3]。丁志伟、张改素、王发曾等[4]则对中国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五

化”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 

文献梳理表明，大多数研究都是将信息化与农

业现代化作为“四化”“五化”的子系统进行测算，

鲜有学者单独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

平进行测算，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区域空间动态演

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专门研究。中国目前已经

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

步发展的关键期，信息化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首

要驱动力量，因此，进一步厘定中国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及相关性，进而明晰提高二者协

调发展水平的策略，对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鉴此，笔者拟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信

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在此基

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其演进特征和趋势，并

对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机理进行分析。 

二、评价指标体系与协调度测度模型 

本研究首先在明确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评价模型，以测度两者协调发展水平。 

1．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估的有关指

标体系[5-12]，本研究拟从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

术应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发展环境四个维度

评估信息化水平；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村社

会发展和农村生态发展等四个维度衡量农业现代

化水平。同时，采用熵值法对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

水平评价指标进行赋权。 

熵值法是通过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来对指标

进行赋权，其度量的其实是一种不确定性。如果熵

越大表明其所携带的信息量越大，即不确定性也就

越小；反之，则相反。熵值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一是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将数据同质

化，消除因指标的量纲、数量级等原因对评价结果

产生的影响。其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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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i指样本区域，j指信息化或农业现代化

各相关指标，各指标具体标准化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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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样本值占该指标

的比重： 

ij

ij

ij

x
i

n

x
p

∑
1=

= ，i=1，…,n,j=1,…,m      （1） 

三是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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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计算信息熵冗余度（差异）： 

dj=1－ej，j=1,…,m                    （3） 

五是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权重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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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计算各地区的综合得分： 

∑
1=

=
m

j
ijjj xws ，i=1,…,n，其中 xij为标准化后的

数据。  

基于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按照

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可获取性和可测量性等

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文献，本研究采用以下信息化

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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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具体指标 含义 权重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X1) 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公里 0.0466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比率（X2) 每百人互联网接入端口数量/个 0.0849 

移动电话拥有率（X3) 每百人移动电话拥有量/部 0.0367 

互联网普及率（X4) 每百人网民数量/人 0.0460 

计算机拥有率（X5) 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台 0.0627 

域名拥有量（X6) 每万人域名拥有量/万个 0.2376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网站拥有量（X7) 每万人网站数量/万个 0.2098 

相关产业薪资水平（X8) 电子信息产业员工年平均工资/元 0.0361 信息产业发展水平 

相关从业人员占比（X9) 每千人电子信息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人 0.0733 

大学毕业生占比（X10) 每万人大学毕业生数量/人 0.0214 

研发强度（X11) R&D经费投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0.0518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X12) 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元 0.0503 

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发展环境 

人均电信业务消费量（X13) 人均电信业务消费量/元 0.0429 

单位面积总动力数（Y1） 每公顷耕地面积总动力数/千瓦 0.0309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Y2）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 0.0186 

单位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Y3） 每公顷耕地面积有效化肥用量/千克 0.0140 

农业投入水平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Y4） 人均财政支农支出/元 0.1243 

农业劳动生产率（Y5） 农林牧渔增加值/一产从业人员/万元 0.0416 

土地产出率（Y6） 农业总产值和耕地面积之比·万元/公顷 0.0475 

农民人均纯收入（Y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0336 

农业人均产值（Y8）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村常住人口/元 0.0330 

农业增加值比重（Y9） 农林牧渔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0.0368 

人均粮食产量（Y10） 粮食产量/农村常住人口/千克 0.0489 

农业产出水平 

谷物单位面积产量（Y11） 每公顷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公斤 0.0040 

农民家庭恩格尔系数（Y12） 农民食品支出/消费支出 0.0045 

人均用电量（Y13） 农村人均用电量/千瓦时 0.2837 

人均住房面积（Y14）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0.0090 

村卫生室人员占比（Y15） 平均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0.0329 

农村社会发展水平 

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占比（Y16） 每千人农村养老和服务机构数量/个 0.0254 

森林覆盖率（Y17） 森林面积占比/% 0.0517 

水土流失治理率（Y18） 水土流失治理率/% 0.0780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Y19）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 0.0675 

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 

农村生态发展水平 

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Y20）森林病虫害防治率/% 0.0141 

 

2．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水平评价模型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紧密

关联的两个系统，只有二者发展水平的差距保持在

一定范围内才能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耦合度是衡

量系统之间协调状态好坏的重要标志，借鉴相关研

究经验，采用以下耦合度计算模型对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 
C={(ix*iy)/((ix/2+iy/2)2}(1/k)            （5） 

其中，ix表示信息化综合水平指数；iy表示农

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K为调节系统，K≥2，由

于此处涉及两个系统，因此 K值取 2。当 C=1时，

耦合度达到最大值，说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两个

系统之间达到最佳协调状态，意味着二者将往有序

方向发展；当 C=0时耦合度达到最小值，说明这两

个系统间无关联，意味着二者将往无序方向发展。 

耦合度能衡量系统之间协调状态的好坏，却无

法准确反映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水平，换言之，高

协调度既可能在低水平程度下发生，也可能在高水

平程度下出现。为更好地考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两个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本研究采用以下公式

测算两者的协调发展度（D）： 

D= )2/)+(×( iyixC                 （6） 

在基年 2003年，协调发展度 D的取值在 0～1

之间，当 D=1时，表明两系统之间达到最优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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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而 D的值越小，表明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

水平越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D的取值将会

随之变化，甚至大于 1；同样地，D 的值增大，表

明协调发展水平提高，D的值减小，表明协调发展

水平降低。 

三、省域“两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本研究采用中国 31省市区 2003—2016年数据

进行定量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7年《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以及《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基于相关数据，

对样本期内 31 个省市区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耦合

度与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现将结果分述如下： 

（1）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整体时序

特征。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

进行测算，其结果（图 1）表明：2003—2016年中

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耦合度C从

0.88增至 0.97，尽管样本期间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耦合度有轻微起伏，但仍呈平稳缓步上升态势，表 
 

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关联

程度，具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信息化与农业现

代化协调发展度则从 2003年的 0.41增至 2016年的

1.06，一直处于稳步上升态势。 

 
图 1 全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和协调度演进趋势 

 

（2）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

征及省域差异。协调发展度测算结果（表 2）显示：

2016年全国信息化发展水平排名前10位的是北京、

福建、上海、浙江、广东、天津、江苏、山东、重

庆、辽宁，除重庆外，其余均位于东部地区；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处于前 10 位的有上海、北京、天

津、西藏、浙江、内蒙古、海南、福建、辽宁、黑

龙江，其中有 6省位于东部地区，意味着信息化与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隆起带在东部地区。 

表 2 31 省市区 2003—2016 年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测算结果 

地区 2003 
2003年 

排序 

2004-2005 
均值 

2006-2007
均值 

2008-2009
均值 

2010-2011
均值 

2012-2013
均值 

2014-2015 
均值 

2016 
均值 

2016年 

排序 

北京 0.814 1 0.985 1.284 1.470 1.350 1.526 1.880 2.159 1 

上海 0.799 2 0.934 1.185 1.183 1.242 1.601 1.778 1.999 2 

福建 0.487 6 0.644 0.762 0.858 0.895 1.026 1.189 1.536 3 

浙江 0.552 4 0.672 0.793 0.881 0.965 1.150 1.182 1.364 4 

广东 0.578 3 0.639 0.750 0.819 0.886 1.071 1.174 1.252 5 

天津 0.541 5 0.643 0.746 0.805 0.861 0.950 1.077 1.218 6 

海南 0.337 22 0.430 0.522 0.629 0.688 0.847 1.084 1.066 7 

江苏 0.462 7 0.575 0.684 0.767 0.863 0.983 1.099 1.054 8 

辽宁 0.449 8 0.542 0.636 0.709 0.789 0.900 0.997 1.053 9 

湖北 0.399 10 0.450 0.535 0.610 0.668 0.752 0.912 1.002 10 

山东 0.445 9 0.501 0.601 0.680 0.734 0.948 1.030 0.998 11 

重庆 0.349 17 0.436 0.532 0.614 0.680 0.776 0.893 0.996 12 

青海 0.338 21 0.400 0.464 0.561 0.653 0.766 0.853 0.959 13 

湖南 0.363 13 0.416 0.505 0.601 0.619 0.697 0.799 0.959 14 

西藏 0.345 19 0.434 0.518 0.610 0.667 0.769 0.854 0.955 15 

内蒙古 0.349 18 0.419 0.506 0.597 0.691 0.804 0.879 0.954 16 

陕西 0.380 11 0.458 0.542 0.613 0.699 0.781 0.870 0.951 17 

宁夏 0.356 16 0.428 0.567 0.584 0.663 0.780 0.855 0.944 18 

黑龙江 0.361 15 0.444 0.512 0.603 0.669 0.861 0.999 0.939 19 

吉林 0.379 12 0.463 0.542 0.617 0.690 0.774 0.842 0.938 20 

河北 0.363 14 0.450 0.541 0.625 0.697 0.778 0.856 0.933 21 

四川 0.319 26 0.419 0.510 0.572 0.630 0.718 0.848 0.931 22 

新疆 0.318 27 0.386 0.467 0.544 0.632 0.752 0.839 0.92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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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地区 2003 
2003年 

排序 

2004-2005 
均值 

2006-2007
均值 

2008-2009
均值 

2010-2011
均值 

2012-2013
均值 

2014-2015 
均值 

2016 
均值 

2016年 

排序 

河南 0.320 24 0.381 0.476 0.557 0.622 0.701 0.816 0.881 24 

江西 0.344 20 0.402 0.497 0.563 0.609 0.696 0.804 0.877 25 

安徽 0.295 28 0.377 0.451 0.523 0.592 0.683 0.778 0.870 26 

山西 0.325 23 0.413 0.498 0.579 0.644 0.720 0.796 0.862 27 

广西 0.319 25 0.375 0.455 0.513 0.572 0.651 0.763 0.854 28 

贵州 0.222 31 0.303 0.374 0.462 0.520 0.613 0.720 0.818 29 

云南 0.290 29 0.358 0.425 0.479 0.537 0.638 0.708 0.794 30 

甘肃 0.289 30 0.348 0.414 0.471 0.535 0.636 0.733 0.794 31 
 
（3）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类型

及其差异度分析。基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展度测算结果，得到 D的最小值为 0.0215，最大值

为 2.1589，采用相等间隔法对两者发展水平进行分

等定级，1.8360～2.1589 为优质协调型，1.5131～

1.8360 为高度协调型，1.1902～1.5131 为中度协调

型，0.8673～1.1902为低度协调型，0.5445～0.8673

为轻度失调型，0.2216～0.5445为严重失调型。 

基于协调发展度划分类型标准对 31 个省市区

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在样本基年 2003 年，所有样

本省市区均属于失调类型，其中，北京、上海、浙

江、广东为轻度失调型，其余省份均为严重失调型；

至 2008 年，高度协调型、中度协调和低度协调型

都有了 0的突破，依次为北京、上海和浙江，但优

质协调型省份仍然为 0 个，严重失调型从 27 个减

至 5 个，占比从 87.09%降至 16.13%，余下的严重

失调型省份为云南、广西、贵州等 5个西南、西北、

华中典型经济欠发达地区；至 2012 年，协调型省

份由 3个增至 8个，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

度协调型有 2个，低度协调型增至 5个，优质协调

型省份仍未突破 0，而失调型省份由原来的 28个减

至 23个，失调型省份占比从 90.32%降至 74.19%；

至 2016年，协调型省份由 8个增至 26个，其中优

质协调型出现 0的突破，增至 2个，为北京和上海，

福建由低度协调型上升至高度协调型，中度协调型

有 3 个省份，低度协调型由 5 个增至 20 个，而轻

度失调型由 23 个降至 5 个，失调型省份占比由

74.19%降至 16.13%。 

为探索样本期间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展的空间集中程度的时序变化，以各省会城市之间

的距离之倒数作为空间权重构建矩阵，并基于此应

用 ESDA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信息化综合发展

指数、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以及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的 Moran’s I指数进行测算并进

行统计验证，结果表明：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空间分异特征（表 3）。从年度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的标准差、变异系

数和 Moran’s I指数可看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水

平绝对差异、相对差异以及集中程度随着时间的变

化情况。 

表 3 2003—2016 年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差异度分析 
莫兰指数 

年份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Moran's I Z值 P值 

2003 0.407 0.135 0.331 0.092 3.559 0.000 

2004 0.473 0.153 0.323 0.094 3.644 0.000 

2005 0.508 0.157 0.308 0.098 3.746 0.000 

2006 0.550 0.176 0.321 0.088 3.525 0.000 

2007 0.635 0.223 0.351 0.064 2.897 0.004 

2008 0.669 0.215 0.322 0.057 2.736 0.006 

2009 0.670 0.197 0.294 0.081 3.377 0.001 

2010 0.703 0.186 0.265 0.087 3.461 0.001 

2011 0.756 0.222 0.294 0.040 2.156 0.031 

2012 0.826 0.235 0.284 0.048 2.400 0.016 

2013 0.876 0.242 0.277 0.094 3.655 0.000 

2014 0.924 0.247 0.268 0.051 2.425 0.015 

2015 1.007 0.267 0.265 0.041 2.164 0.030 

2016 1.060 0.257 0.242 0.088 3.480 0.001 
 

标准差可以反映各省市区之间绝对差异的变 化，从表 3可知各省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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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绝对差异呈逐年扩大之势。反映省域间两者

协调水平相对均衡度的变异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

势，表明各地区两者协调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逐渐

降低，发展趋向均衡。样本期内，Moran’s I指数的

值在 0.04～0.1之间，均为正值，且均在 5%的检验

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全局中

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各地区信息化、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和空间交互作用导致两者

协调发展水平的这种空间分布特征。 

同时，综合协调发展度统计与表 3可知，2003

—2016年，各地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

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北京、上海、天津、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两者协调发展度

明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尤其是广东省在发展现代

农业的过程中很好地融合了信息化发展。而除广东

之外的其余几个农业大省中，湖北、湖南、四川、

江苏、黑龙江、辽宁等地区虽然具备良好的农业发

展基础，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尤其

需要充分提高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中各个环

节的生产力。 

东中西部地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

具有以下演进趋势：东部两者协调发展水平远远领

先于中部地区。样本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均值依次

为 0.96、0.63 和 0.60，东部地区依次高出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 52.37%和 60.41%。2003和 2016年，东

部地区的两者协调发展度分别为 0.57和 1.4，中部地

区和西部地区的依次为 0.35和 0.93、0.32和 0.91，

东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依次为 7.18%、7.86%和

8.26%，可见，尽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协调水平

绝对差异有所扩大，但样本期间其相对差异逐步缩

小。综上可知，两者协调发展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主要

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及西部少数地区，与经济发达

地区的格局基本保持一致。而两者协调发展度较低

的地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西北部地区，尤其是广

西、贵州、甘肃等老少边穷地区两者协调发展水平

比较低。由此可见，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格局在省域层面空间分异比较明显，呈现由沿海向

内陆递减的趋势。 

四、省域“两化”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既受自然

条件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也与其政策偏好、经

济全球化等外部因素不无关系。基于二者协调发展

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本研究采用将空间因素内生

化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分析①，以便将空间因

素对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影

响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采用传统的最小二

乘法计量估计的基础上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空间

效应模型估计。在选择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时首先采

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如果检验

结果显示拒绝非空间模型，则采用埃尔霍斯特和

LeSage & Pace 推荐的空间杜宾模型（简记为

SDM）。然后再通过似然比 LR和Wald检验所建立

的 SDM 模型，以此决定能否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

（SAR）或空间误差模型（SEM）。在此基础上采

用动态面板模型，以便将不同空间单位在不同时间

点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时间点在不同空间的相互

关系等纳入其中。本研究选择的空间计量模型表达

式如下： 

yit=τyi,t－1+ρw'iyt+x'itβ+d'iXtδ+μi+γi+εit 

εit=λm'iεt+νit                           （7） 

其中，yi,t-1 表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度的一阶滞后；d'iXtδ表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d'i

为 31个地区的空间权重矩阵 D的第 i行；γi为时间

效应。如果 λ=0，则为“空间杜宾模型”；如果 λ=0

且 δ=0，则为 “空间滞后模型”②；如果 τ=ρ=0且

δ=0，则为“空间误差模型”。 

借鉴王小鲁、樊纲，Li Ying cheng等的相关研

究，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主要影响因

素包括区域产业发展基础、交通基础设施、科技教

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展存在的差距，因此，本研

究主要选取以下考察指标：综合经济水平选取人均

地区总产值表示。产业结构因素选取第一产业总产

值占三产总产值之比。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城镇化率

和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表示。人力资本因素选取 15

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③。投资因素选取人均农林

水利支出、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科研经费支出。消

费因素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表示。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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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用公路密度来表示。对外贸易因素用外商投资

比重来表示。自然地理因素用地形起伏度和平均高

度来表示，其中地形起伏度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

内，最高点海拔高度与最低点海拔高度的差值，平

均高度指地区平均海拔。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7）《中国外

商投资报告》（2004—2017）《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

计公报》（2004—2017）及相关地方统计年鉴的数

据，本研究涉及的 31 个省市区具有以下描述性统

计特征（表 4）。 

本研究实证分析模型选择空间面板数据计量经

济学模型。首先使用经典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LM-lag,LM-error）和 LeSage & Pace改进的稳健的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 Robust LM-lag, Robust 

LM-error）来判断其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

者空间误差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该检验

结果可知，混合 OLS、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模型都在 1%的检验水平上拒绝了无空间滞后项

和无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的原假设。 

表 4 研究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人均地区总产值/元 90 389 116 562 3 603 

一产占比/% 8.84 37.00 0.40 

城镇化率/% 58.38 87.60 23.34 

城乡人均收入比 3.13 4.76 2.01 

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2.94 3.74 1.93 

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元 1 592 15 138 72 

人均教育支出/元 1 510 5 512 224 

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元 436 6 832 12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11 106 47 162 2 323 

每平方公里公路密度/千米 0.36 1.54 0.03 

外商投资比重/% 1.44 6.39 0.02 

地形起伏度/米 360 8 766 104 

平均高度/米 1 873 4 000 50 
 

表 5 空间诊断性检验 
检验统计量 混合 OLS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LM-lag 99.373*** 108.438*** 50.428*** 2.287 

Robust LM-lag 37.785*** 23.247*** 79.238*** 11.456*** 

LM-error 71.329*** 87.246*** 18.237*** 4.276** 

Robust LM-error 7.549*** 4.876** 44.428*** 14.246*** 

LR-test 固定效应 统计量 DOF P值 

 时间固定 599.286 31 <0.0001 

 空间固定 150.287 14 <0.000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下同。 
 

此外，利用Wald和 LR检验方法对空间杜宾模

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表 6），其检验结果拒绝 SDM

转化为 SLM 或 SEM，支持选择 SDM 模型。而使

用空间 Hausman 检验的估计值为 32.3385，P 值小

于 0.05，表明结果支持采用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

型。同时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 1%的检验

水平上显著，表明相邻地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水平对本地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与

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现对结果

简要分析如下： 

表 6 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估计参数 T值 P值 

空间自回归系数 0.200*** 3.854 0.001 

“二化“协调发展度（滞后一期） 0.510*** 9.984 <0.001 

W*“二化“协调发展度（滞后一期） -0.139 -1.349 0.154 

一产占比 -0.896* -1.804 0.071 

城镇化率 1.085* 1.894 0.059 

城乡人均收入比 0.009 0.577 0.568 

地方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对数） 0.192** 1.984 0.046 

人均教育支出（对数） 0.058* 1.903 0.051 

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对数） 0.089 0.435 0.63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数） 0.586** 2.439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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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变量 估计参数 T值 P值 

公路密度（对数） 0.020 0.330 0.698 

外商投资占比 1.831* 1.830 0.058 

地形起伏度 -0.739** -2.346 0.024 

W*一产占比 -0.754 -0.335 0.721 

W*城镇化率 0.936* 1.840 0.064 

W*城乡人均收入比 0.010 0.599 0.574 

W*地方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对数） 0.176* 1.904 0.050 

W*人均教育支出（对数） 0.058* 1.903 0.052 

W*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对数） 0.080 0.455 0.699 

W*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数） 0.290** 2.489 0.013 

W*公路密度（对数） 0.059 0.573 0.583 

W*外商投资占比 1.495** 2.338 0.024 

W*地形起伏度 -0.259** -2.446 0.012 

R2 0.905 

log-likelihood 315.897 
 

首先，空间自回归系数为 0.2，在 1%的检验水

平上显著，表明从时间维度上，信息化与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自相关效应日渐明显。相邻地

区两者协调发展对本地区影响为正，即表明随着相

邻地区协调发展度的提高，本地区协调发展度亦将

随之提高；反之亦相反。 

其次，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即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度滞后一期）估计参数为 0.51，且

在 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表明信息化与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存在时空依赖性。各地区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粘滞性，也就是说其发展是动

态连续的。具体而言，如果上一年信息化与农业现

代化协调发展水平上升，将会对下一年信息化与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形成良性循

环；反之亦相反。 

最后，一产占比、城镇化率、地方人均农林水

利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公路密度、外商投资占比、地形起伏度等因素对信

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科研经费支出

增加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

均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将城乡平均受教育程度代

替城镇化指标进行空间回归分析时，结果显示估计

参数不显著，可能与当前城乡之间居民受教育程度

差异较大有关。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替城镇化指

标进行空间回归分析时，结果显示估计参数为正，

且在 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增长对信息

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

时，外商投资与消费也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这可能与在信息化发展水

平的提高方面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贡献最大有关，

外商投资与居民消费对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

外，地方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协调发展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表明加大农业基

础设施等支农财政投入，对促进农业现代化，以及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 2003—2016 年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统计数

据，对省域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

评，并对其演进趋势予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从时空变化来看，中国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度年均增速为 7.72%，且增长趋势比较稳定；

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均有不同程度的

上升，但省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悬殊较大，呈东部

沿海>东北>中部>西北>西南的发展格局，北京、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信息

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明显处于全国领先地

位。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

应，相邻地区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对

本地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

调发展存在时空依赖性，即其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

存在粘滞性。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人均教育支出

和人均科研经费支出的增加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

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均具有积极影响；外商投资

与消费也对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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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作用；地方人均农林水利支出对信息化与农

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表明加大

农业基础设施等支农财政投入对促进农业现代化

以及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上述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首先，各省市区

应根据自身地理空间资源禀赋等制定各自的发展

规划。鉴于农业对自然环境的强依赖性，更应当基

于其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不同的主体功

能区，使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其次，因地制宜

进行战略调整、加强区域间合作，通过引导区域内

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有序、高效的聚集与扩散，

加强东部沿海等优势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

边地区发展。第三，政府应加大农村教育和农业基

础设施等支农投入、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打通农村地区农产品流通渠道，促进农村消

费升级。同时还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升级。 

注释： 

① 采用 STATA15.0 软件实现空间计量的相关统计分析与模

型估计。 

② 由于空间滞后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中的自回归模型很相

似，故又称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 

③ 此处教育程度计算过程为：受教育程度=1（表示小学及

以下）×小学人口占比+2（表示初中）×初中人口占比

+3（表示高中）×高中人口占比+4（表示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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